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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①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
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

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

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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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西方的“现代性入侵”，古典性的
“中国形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如

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建中国形象，呈示了现

代知识分子重新认识自我、他者的心路历程，充

分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对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

设计的精神诉求。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植

根于近代转型的时代语境，现代西方国家形象

和传统中国形象是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

的双重他者。中国形象的塑造是中西、古今文

化语境参照下自我调整的多重文化行为。双重

他者的张力作用为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提供

了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

一、认同危机与确立自我形象的思想转型

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审美特性对民族国家的

想象、建构有着内在的话语关联。文学能超越

时空的限制，自由地呈示一个特定区域或群体

的历史记忆、思维方式。既能再现历时脉络中

的民族或国家的行进轨迹，也能言说共时空间

范围中民族或国家的细部生态。对此，安德森

将现代民族国家定义为“想象共同体”，他道出

了文学通过特定“民族语言阅读”对“现代民族

国家”塑形的作用。文学关于民族或国家的书

写和言说缝合了现代性演进的时代主题，传统

变成一种可以“运用的过去”，而对深层的、神

圣的始源的召唤，则变成当代实用的创造民族

的方法②。在民族、国家的宏大体系中，思想启

蒙、社会革命等重大的意识形态命题，顺利地进

入宏大叙事的架构之中，进而成为一种具有现

代性和时代性的文学隐喻体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

文明体系是一个稳固的民族国家模态。由于封

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小农经济结构的原因，“夷

夏传统”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深蒂固。

“抚夷”、“师夷”、“剿夷”、“制夷”的观念成为

相对恒定的外交观念。当然，在古代中国，中国

与周边国家所形成的朝贡制度几乎很少受到挑

战，尽管国内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异族”乱

华，但中华民族的性质并未根本性的变革。可

以这样认为，在近代西方大规模入侵之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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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确认了其在世界舞台的群

体认同，中国文化之于其他国度的“普世价值”

曾一度让中国人津津乐道。在古代中国关于

“天”、“地”的空间叙述中，隐含着对于外在未

知世界的短视，在一个自足的“自我世界”中搁

置了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参照。在此情境下，

中国人不大可能产生如白鲁恂所谓现代化转型

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的认同危机。古代的中国人

几乎很少对其中国人的身份产生怀疑，显然，在

没有强大他者介入的前提下，国人的身份是天

然存在的，不需要国人予以确证。中国社会由

于外部缺乏竞争意识，在禁锢和封闭的空间中

缺乏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冲突，而中国文化的内

质中以和谐中庸为粘合剂，忽视和压制文化的

碰撞和冲突，即鲁迅所谓的“不撄人心”。国家

与国民的关系相对恒定，国民的身份意识只限

于国内文化语境中自我主体的范畴，没有世界

体系中国家间的差别和比较，在家族、社区或宗

教等关系网络中过着相对自足的生活。由于没

有“他者”的闯入，文化间的比照意识较为薄

弱，历朝历代国家的更迭难以产生民族沦丧的

危机，没有外来文化的侵蚀，也就不会有现代性

的焦虑。这种情境之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与现代

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想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

离。

近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并不是古典国家形态

在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的自然转型，而

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刺激下的传统蜕变与现代

跟进，借助对西方现代国家的认同而建构起来

的。近代西方的强势突入，冲击了封闭自大的

传统中国，将中国卷入了世界体系间的价值互

视和文化参照之中。在与“他者”或“他性”的

区别和比照之中，主体和自我能得到进一步的

彰显和确认。近代中国遭受的西方入侵的危

机，打破了国人的原初镜像，改变了他们心目中

的世界图像，“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也逐渐瓦

解，中国变成了近代世界中的“万国之一”。中

国正是在与近代世界的对峙中逐步建立起“世

界意识”的。对于整个世界的充分了解和认识

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认准方向，确立自我位置的

立足点。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现代的民族

国家意识完全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横向移植，没

有本土资源的对接与培植。事实上，传统中国

的种族和族类思想对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

提供了不少助力。应该说，“世界意识”的开启

是中国人现代意识确立的重要标志，也是一项

非常艰难的启蒙工程。这对于强化国人关于民

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有着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认同是一个主体对自我的追问和建构，认

同即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而国家认同

则是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一个固定的

政治认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家的身份资

格。认同的方式是在同一范畴内增强或夸大事

物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增强或夸大不同范畴间

的差异，即在不同文化范畴或群体间产生了一

种“增强效应”①。这种民族危机增强了中国人

的民族国家认同，很好地诠释了“冲击—反应”

下中国人开启自我身份寻找和主体表述的现代

意识。在强大的危机面前，国人除了自存的本

能反应外，还有自我身份亟待确认的迫切体认：

我曾经是谁？我现在是谁？他们是谁？他们将

我指认为谁？我想成为谁？等等。这些疑问的

提出显然是由闯入自我生活世界的“他者”造

成的，因此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要在破碎的现

实中重整自我记忆，在双重镜像中重构自我的

角色定位。寻求身份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

正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对于身份认同出

现危机的人来说，不仅难以确证自我存在，也无

法获得被共同体保护的资格。所以，身份的确

认是自我意识强化的前提和基础。

空间观念的转变势必引起时间意识的转

型。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

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因为中国的“生存

原则也不必有什么变化”，“它只是重复着那终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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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那个新生的东西，凭藉

勇敢、力量、宽大，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

有的地位，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这

里所谓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

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①。传统逼

仄且封闭的“天道循环”的时间观念越来越受

到质疑，“天演进化”的时间意识正慢慢走进国

人的心中。随着中国人地理视野的扩展，中国

也被置于世界范畴的国家体系之中，国家之间

的竞争遵循着进化的生存原则。“物竞天择”

的时间意识，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整

体，人类社会将沿着过去、现在到将来的方向不

断地进化、进步和发展，历史的发展轨迹则为进

步法则所规约。线性的社会历史时间取代了循

环的自然宇宙时间，历史也便有了方向、规律和

本质。由于体现了历史的目的论特征，时间已

不再是传统神秘主义的机械循环论，而是一个

带有矢量的进化模式。这意味着生命和事件是

从一个历史时刻跨进另一个历史时刻的前进历

程，历史成为人的意义和价值之源。着力于对

世界和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探寻，未来时间也

就成为个体存在可能性思考的主要阶段。从这

种意义上来理解，过去的时间或时代就是陈旧、

黑暗的，是理所当然应该被批判和鞭挞的对象，

未来的时间才是新的光明所在，是人达至永恒

的现代诉求。于是，向过去告别，立足现在，奔

向未来历史的终点，书写和想象“新人”等都成

为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一句话，追求进步，

将个人融汇进奔向未来的历史时间，是２０世纪
中国新文学孜孜以求的目标。

“世界意识”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一些睁开眼看世界的近代

知识分子开始跳出传统虚幻的自我世界，在与

外部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中审视中西文化的差

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与

西方文明的差距，“在西方的入侵和东方民族

意识觉醒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时

间滞差”②。迟到的焦灼让人们更加急迫地去

寻找新的言说方式和时间思维。如何将中国的

历史纳入世界文明的轨道，如何确立人的价值

和意义，并建构起关于中国现代性社会空间的

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人必须要面

对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现代民族国

家建构的文学想象自近代已经产生了，其驱动

这种文学实践的内在根源依然是现代性的焦

虑。对于“后发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必须寻找

到落后的根源，改变现存的问题，跟随世界潮

流，以此推动本国自主性工程的演进。而晚清

以来国人要面对的不只是文化层面的入侵，同

时更意味着国土沦丧，文化废弃，中国人面临着

沦为亡国奴的民族危机。在此前提下，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将被异族践踏，国人的历

史、传统、文化和信仰将被粗鲁地改写，习惯了

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将在片刻之间

化为虚无。然而，这种民族危机也催生了国人

的民族意识，为国人集体反抗提供了条件，为传

统道德集体主义的民族复兴夯实了心理基础。

这种与外来他者的接触，为停滞落后的旧中国

的解体提供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

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

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

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

暴力所打破时，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

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③。由此，个人的

独立性为民族尊严的群体性所替代，自愿加入

到这场寻找民族国家身份，建构民族国家尊严

的使命之中。这为中国新文学进行民族国家建

构和想象提供了精神支援，并以此提升其表现

和言说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境界。

二、国家的表述与五四儿童文学的出场

从１９世纪末开始，中国作家从未停止过对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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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族国家的“乌托邦话语”的营构，这是中国

作家挣脱传统文学样式所隐喻的循环、封闭国

家的书写，试图践行“未来式”的想象方式来书

写进步、民主、科学的国家形象。从某种意义上

说，中国文学充当了公共舆论的平台，立足于中

国所处的历史语境，在本土传统与外来传统的

相互参照中，寻找文学的现代意识及新的文学

传统。在想象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时，他们始

终将古典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现代国家形象进行

比照，在进化论思维的指导下，古典中国形象的

落后与西方现代国家形象的先进均被放大，因

此得出显见的结论是：用西方现代国家的先进

性来烛照中国古典国家的落后与停滞。在西方

与东方的对峙中，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别无选择，

只能直面西方强大的现实，而在注目于西方的

文明进程时接受对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批判。于

是，改造旧的国家形态建构新的国家形态成了

他们的基本共识。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

似乎为中国提供了诸多文明的范式，于是，以西

方为效仿模式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

地展开。可以说，启蒙运动自清末始，时间上的

“现代与传统”、空间上的“西方与中国”二元对

立，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价值二元论一

起，构成２０世纪中国现代性观念中比较稳定的
内涵。民族的觉醒被想象成从过去沉重的历史

噩梦中苏醒过来，着手将中国重建为进步的、有

竞争力的国度，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技

术，然后希冀摆脱西方的压迫。

在这种话语框架中，中国形象建构存在着

严重的“他塑”的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和辨

别。在西方主导的话语格局中，中国很多时候

只能被“他塑”为“被启蒙的”或“落后的”“沉

默他者”。中国形象的“单一”和“失语”，在一

定程度上将中国形象“定型化”，并给予绝对的

价值评判，从而使中国形象屈从于被塑造的尴

尬境地，最终难以与西方的国家形象在一个平

等的坐标中予以观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形象

的理性“自塑”。可以这样理解，在西方现代话

语的重压下，中国逐渐丧失了言说的主体性，成

为“被启蒙”的对象，由此很多人倾向于从西方

或西学中寻找“阐释中国”、“言说中国”的方法

和资源，“发现西方”或“学习西方”是当时中国

最为直接的文化反应和应对姿态。中国被置于

自省和反思的位置上，逐渐成为需要改进和启

蒙的客观化材料，进而失去中国固有的精神信

仰。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在学习西方或仰

视西方的过程中陷入文化自卑主义的窠臼之

中，而应该在中西互为主体的平台上，形成一种

既冲突又互动的知识话语。而这种话语不是建

立在价值论的优劣上，而是在本体论的差异上。

一般而言，国家的想象是通过语言文字导

生的现象。将国家比作家庭的比喻转而引出了

各种把“妇女”、“儿童”纳入国家的策略和方

法。在中国历史上，儿童始终处于成人话语的

控制之中，不是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灌

输“圣经贤传”，便是将儿童看作不完全的小

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这样一来，父母将子女当成所有品，“牛马一般

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①。

在“亲权重，父权更重”的中国，“长幼有序”、

“父为子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等家

族观念盛行，长辈决定和规范着幼辈、晚辈的行

为和命运。这种“父为子纲”的思想将儿童挤

出了其该有的权利之外，成为父辈的附庸，民族

国家的“宏大叙事”对于儿童来说是缺席的。

这种“长者本位”的危害是巨大的，不仅导致了

“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的反进化的结

果，而且放逐了儿童作为民族国家重要组成的

“人”的主体价值。由于中国文化绝对的伦理

取向，强调子对父的“从”、“肖”与“孝”，使得

父子冲突在文学创作中被弱化了，或者说，子的

弑父冲动被压抑弱化了。针对这种现象，周作

人在《人的文学》中将其实质予以深刻的揭示，

“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

７２
①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８卷第４号，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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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因此要解放儿童，就要交还给儿童该有

的地位与尊严，而近代的思想解放恰恰为儿童

的发现及解放准备了条件，儿童作为新生的人

的价值被发现，与未来中国存在着某种对应和

隐喻关系。五四知识分子试图将儿童吸纳为国

家体系中具有主体价值的现代新人，肯定其在

家庭中的“审父”行动和“叛逆”个性，在与成人

世界的比照中彰显其作为崭新话语体系的精神

光彩。

晚清以降，儿童的社会使命感随着中国的

危机而逐步被强化。在国家遭受危机的时候，

梁启超写了《少年中国说》，高扬少年的人格和

精神，将未来的国家和少年的品格联系在一起，

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他曾指出，“他日救天下

者，其在今日十五岁以下之童子夫”②。他将

“童子”想象成“救天下”者，赋予了这些人进

取、自立等良好的人格。这一时期同样还有

“新少年，别怀抱，新世界，赖尔造”、“思救国，

莫草草”、“新少年，姑且去探讨”③等赋予儿童

社会责任与使命感的儿歌。可见，儿童的书写

与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关联导源于中国的现代

性危机，儿童作为国家民族的希望开始进入启

蒙者的注意视野，重要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这

一知识背景提供给儿童的文学主要是政治启

蒙，注重儿童作为“新民”的质素，这种隐喻未

来中国的儿童是当时知识分子表述中国的重要

的价值主体。对历史命运的关注、对社会生活

的参与一直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不可回避的精神

诉求。而国家想象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政

治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作家的儿童文学构

想和价值观念。它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

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因此，强化儿

童文学的国家想象具有其他社会形态无法比拟

的历史深度。

在中国，“以长为本”作为一种家族观念、

伦理观念根深蒂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

孝矣”的儒家伦常像一个难以驱散的幽灵始终

投射着它的阴影。在传统的意识中，“家”和

“国”都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也是不能轻易更

改的。长辈给予晚辈以生命，晚辈就该按长辈

的意愿去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等晚辈变成

长辈，再延续和传承这种伦理秩序，于是一代一

代就恒定了这一“不变”的规律，成为传统、规

范，并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这种代际之间的隔

阂使得国人对儿童存在着诸多误解，“以为小

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

者，小儿当无不能之”④。在此情境下，“小孩受

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

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⑤？可以说，伦理将种

种差异连接起来，能在一个群体或民族中培育

一种“排他主义”的忠诚感，人们通常不愿完全

放弃伦理原则的理念。因此，“古老的伦理是

各个追寻新伦理的搜索队会聚的终点”⑥。伦

理能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伦理体系的稳固性

也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尺度。近

代以来的启蒙者试图通过离弃旧伦理传统来建

构一种新伦理，这种新伦理符合进化的精神，符

合现代的传统。由于中国主要是以家庭、家族

为单位生活的，因此近代以来的启蒙者要从家

庭这类原始共同体中寻求突破口，予以颠覆性

地否定，才能为新伦理体系的建构铺平道路。

吴虞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孝悌儿子是“二千

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⑦；康有

为将家庭视为实现大同世界的阻碍因素之一；

刘师培、何震呼吁进行一场“家庭革命”；梁启

超提倡于家庭、宗族之外培养和铸炼“新民”；

傅斯年撰文《万恶之源》批判旧家庭制度对个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５卷第６号，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７日。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５６页。
剑公：《新少年歌》，《新小说》第１卷第７号，１９０３年８月。
周作人：《儿童研究导言》，《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３号，１９１３年１２月。
周作人：《小孩的委屈》，《晨报副镌》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２日。
［美］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９页。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２卷第６号，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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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戕害等。这些先觉者都普遍关注儿童这个

群体在其伦理体系中的位置，重视儿童的存在

的现实困境及可能性的解放方略，这都为“幼

者本位”思想的获得提供了基础，有效地推动

了启蒙者重新厘定家族成员之间的新伦理精

神，以建构健康的家族伦理秩序。

五四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过去被看成

“不完全的小人”的儿童在这一时期却被理解

为“完全的个人”，而逐渐被拉进现代人关注的

视野之中，并寄予某种希望。“儿童本位观”的

建构使其疏离了中国古典儿童教育、文学观念，

具有了现代品格。尽管周作人也曾指出：“在

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

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

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在

他看来，儿童有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一味地强

调儿童的社会性会影响其自然性的发展。这当

然是合理的，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社会

性和内在性的诉求是有先后的，强化儿童文学

的社会功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境界的提

升。事实上，周作人是深谙此道的。他也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

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

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

文明难为之继。”他进一步指出，儿童是社会的

儿童，不是关闭于家庭之中无任何社会责任的

主体，“彼以儿童属于家族，而不知外之有社

会；以儿童属于祖先，而不知上之有民族。以是

之民为国后盾，虽闭关之世犹或不可，况在今

乎”②。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也明确

提出：“今天的儿童便为明天的国民……儿童

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

春的特效药，不独职司儿童教育者所当注意，举

凡一切文化运动家都应当别具只眼以相对

待。”③遭受民族危机的中国现实使得儿童问题

浮出水面，儿童视角、儿童心理、儿童人格、儿童

主体成为可以与新中国相隐喻的载体，民族想

象必然成为儿童文学的落足点，五四儿童文学

的发生便突破了单纯的文学层面，突出了教化

的功能，并且已经实际地参与到塑造未来国民

品格的行动中去。

三、双重制导下“儿童本位”实践的价值建构

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相似，五四儿

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有两个“他者”：

现代西方国家形象和传统中国形象。可以说，

中国形象的塑造是中西、古今文化语境参照下

自我调整的多重文化行为，这种多重文化的

“对视”为儿童文学想象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

提供了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两个“他者”之

间的关系既冲突又互动，冲突主要体现在两者

的异质性上，“西方国家形象”的“新”驱动了中

国有志之士的无限向往，也推动其对于中国的

革命性变革，“传统中国形象”的“旧”的稳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现代思想的烛照，阻碍了中

国发展的变革进程；而互动则体现为在中西文

化的对峙中，新旧思想的价值判定标准更加明

确，它们共同推动五四儿童文学明确自我定位、

彰显自我价值以及找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文

化认同的方式是“我们只有在了解了我们不是

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

们是谁”④。由于上述两个“他者”的制导作用，

中国儿童文学没有赓续传统儿童读物、儿童思

想、儿童教育的那一套，而更多地是从西方引入

先进的理念来给中国儿童文学输入新质。这种

转向创生了具有现代特质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及文学作品，而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其

中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值得肯定。在中国文化

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

童读物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培养和提升儿

童的思维、人格需要有民主、科学等现代精神的

９２

①

②

③

④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８卷第４号，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６号，１９１４年３月。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第２卷第４期，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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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照。

在译介外国儿童读物的过程中，五四先觉

者借助西方儿童本位的观念来书写民族国家建

构的社会诉求。这一时期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

多涉及爱国主题，用以鼓舞民众爱国热情、激发

救亡图存的意志。如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

《十五小豪杰》，在其序言中，道出了他的目的，

“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意在鼓

励少年儿童培养独立、自治、冒险的精神，因

“是三者，皆我国民之缺点也”。进而，他发出

了“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

生误”的世纪呼喊。林纾曾译过《爱国二童子

传》、《鹰梯小豪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

《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等多部表现少年英雄的

外国小说。林纾申述了专门为儿童译述此书的

目的：“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笑

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可见，他

翻译的和儿童文学有关的作品，其关注的焦点

并非“儿童文学”，更非儿童文学的“儿童性”，

而是关注这些文学作品所起的文以载道的教化

功能，只不过其“道”有了新的内涵，即铸造爱

国救国的“新国民”。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贡

献是巨大的，他的翻译立足中国社会语境，期冀

激活儿童（“新民”）的人的品格，激发他们对科

学的兴趣，培养他们勇于探索科学知识的积极

进取心理。这与鲁迅“立人”的思想启蒙，提倡

科学救国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破遗传之迷

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

者”①。强调“硬译”的鲁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

上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他选择文本集中在

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正处于“抵

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的文学。鲁

迅译有《爱罗先坷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

云》、荷兰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匈牙利至

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班台莱耶夫的《表》

等。他认为这些国家更富有时代的革命色彩，

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

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

唤起沉睡中的中国人，以求挽救国运，“目的在

告诉小读者，要生存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

度，而改变社会制度必须由斗争取得”②，“传播

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

的憎恶和愤怒”③。在这些译作中，有弱者的困

境、绝望，也有他们的幻想，更有他们的反抗，而

这些内容恰是鲁迅思想启蒙的核心要素，非常

契合鲁迅借此来实践其“立人”的工程。儿童

的地位一直处于边缘，在成人的世界中，儿童的

诸多想法被虐杀，是“被吃”的对象。因此，鲁

迅自喻为肩起“黑暗的闸门”的人和“梯子”，要

放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种“中间

物”的价值定位，让他一生致力于支持儿童从

传统的因袭中走出来，走向新世界、新时代、新

国度。他提出：“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

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

发荣滋长的。”④这里所说的“新作品”应该是积

极上进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用革

命的思想教育下一代，把儿童培养成摧毁旧世

界、创造新世界的“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滥觞于现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脱离这

一时代转型的文化传统，其关注儿童的现代品

格与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学关于“人”的发现和解
放有着内在的关联。“立国”与“立人”始终是

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新生”（“现代

化”）最主要的就是人的“新生”（“现代化”），

诚如阿·英格尔斯所言：“在整个国家向现代

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

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

和行动上都转变成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

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⑤五四儿童文学

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将儿童从成人的知识背景中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４页。
鲁迅：《＜小彼得＞译本序》，《鲁迅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６页。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７页。
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全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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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解放出来，如果“儿童”置身于“成人”或其他强

权意识的价值构建之中，那么就人的概念来说，

“个人”的主体就成了问题。原因是其行为、意

识都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这样一来，这种人

的主体意识被拘于既定历史的逻辑及本体的价

值之中，被预先设定。五四儿童文学正是以

“儿童”的本体诉求为起点，以儿童的内在成长

与外在环境牵引的相互构成为主要的考察对

象，以建构儿童文学的现代传统为核心，进而叩

问“什么是儿童？”“儿童的内在欲求是什么？”

“儿童的价值何在？”“儿童的社会使命是什

么？”等一系列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茅

盾曾指出，“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

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

的①，这里所说的“儿童问题”就是五四时期包

括儿童在内的“人”的问题，这牵扯到了人的主

体价值、诉求、道德等当时最为现代的命题。可

以说，儿童这一群体并不能脱离其所在的历史

语境而独处，同样在其身上负载了与成人一样

的社会意义和使命。

综上所述，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要从

西方和从中国传统寻求双重资源。虽然世界性

与民族性分属于中国儿童文学起伏消长过程中

的两个不同的坐标系，但它们却又是中国儿童

文学演变的并行不悖的历史规律和制导传统。

在这种制导传统的作用下，出现了如下两组话

语纠葛，夯实了五四儿童文学的价值体系：一是

“民族国家”与“个人”（儿童）的融合与背离。

“立人”与“立国”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它们的

融合是民族国家主体性与个人主体性的双重创

造。五四儿童文学在启蒙话语的触发下，将此

双重主体的创造融入于中国想象的建构中。与

此同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从一开始就对

个人话语形成了压抑。儿童从家的牢笼中走出

来是为了走向民族国家的集体叙事。这种个人

经验淹没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叙事策略也

集中反映在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中。

二是“传统”与“现代”的顺应与悖反。“中国”

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对传统精神的

反思，站在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断裂传统的根基

是现代中国想象的逻辑基础，然而正因为西方

现代他者的存在，民族意识的获得却依赖对历

史和传统文化的回溯寻求身份认同。与此同

时，西方文明的冲击激起了中国形象的建构，并

以此作为对抗西方国家的自我共同体。民族精

神的塑造却是在把西方关于中国的历史想象与

描述吸收到自我认同中来建构自身价值的。因

此，西方他者与民族自我认同、民族性的依据与

被弃置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悖论性关联，使五四

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陷入了困境。那么，如何

在拆解这两组对峙话语的权力关系的同时，能

够表达植根于民族生存现实的“中国经验”是

五四儿童文学作家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预

设恰恰是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想象的价值体

系的核心内涵。

Ｍｏｄｅｒ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ｙ－Ｆｏｕｒｔ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ｕＸｉａｎｇ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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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ｙ－Ｆｏｕｒｔ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ａｃｔｕａｔ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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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文学》第４卷第２号，１９３５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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